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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旅游在承载社会文化功能的同时，也是革命老区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探究红色

旅游与区域经济该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和发展，本研究基于2013~2023年长沙、赣州、武汉、遵义四个典

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 四城市的耦

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演进路径各异，长沙与武汉为“稳步增长型”，赣州为“波动上升型”，

遵义为“低位徘徊型”，在空间上呈现“武汉 > 长沙 > 赣州 > 遵义”的梯度差异。(2) 经济引领型城

市的协同动力源于第三产业结构高级化，资源驱动型城市则依赖地方财政与基础设施。基于此，经济引

领型城市应深化产业融合，资源驱动型城市需推动产品创新与市场化运营，以实现两系统的高质量协同

发展。本研究不仅为理解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系统性的视角与差异化的分析框架，也为两

系统实现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红色旅游，耦合协调度模型，区域经济，灰色关联度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ngsha, Ganzhou,  
Wuhan, and Zuny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104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104
https://www.hanspub.org/


周毅扬，刘畅 
 

 

DOI: 10.12677/sd.2026.163104 144 可持续发展 
 

Yiyang Zhou1, Chang Liu2,3 
1College of Culture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2China Tourism Academy (Data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eijing 
3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Received: February 6, 2026; accepted: March 4, 2026; published: March 13, 2026 

 
 

 
Abstract 
While fulfilling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red tourism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engine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o explore how re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can achieve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he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odel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four typical cities—Changsha, Ganzhou, Wuhan, and 
Zunyi—spanning from 2013 to 2023.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four cities generally exhibits an upward trend, yet with distinct evolutionary paths: Changsha 
and Wuhan are characterized as “steady growth type”, Ganzhou as “fluctuating rising type”, and Zunyi 
as “low-level hovering type”, displaying a spatial gradient disparity of “Wuhan > Changsha > Ganzhou > 
Zunyi”. (2) The synergistic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led cities originates from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structure, whereas resource-driven cities rely o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infrastruc-
tur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economy-led cities should deepe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hile resource-
driven cities need to promote product innov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s to realize high-
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systematic per-
spective and a differenti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but also offer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achieving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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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旅游是国家在政策推动下，为增强公民爱国意识、传承革命精神而重点发展的旅游形态[1]-[3]。
其不仅承载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是推动革命老区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 [4] 
[5]。然而，红色旅游和区域经济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传导，而是通过产业关联和要素集聚形成的复

杂反馈系统。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量化两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他们之间究竟是处于“高水平协同”

还是“低水平纠缠”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测度红色旅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6]，或是从单一系统对红色旅游的发展绩效进行

测度[7]，虽然证实了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鲜有研究将其视为两个独立的子系统，通过系统互动的

视角深入探究两者互相依赖、相互影响的耦合机制及其协同演进轨迹。作为两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系统，单纯关注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是不够的，核心问题是二者之间该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1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毅扬，刘畅 
 

 

DOI: 10.12677/sd.2026.163104 145 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研究方法，以长沙、赣州、武汉、遵义四个红色旅游典型

城市作为案例地，计算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两个系统相互作用强度与协同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进行全

貌式刻画，明确揭示红色旅游典型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为推动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从“互

相适应”走向“全面融合”提供决策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红色旅游和经济的关系 

红色旅游是一种以访问革命纪念地、追忆革命事迹、并反思其历史与精神为主题的特殊旅游活动[1] [8]。
作为遗产旅游的一部分[9]，旅游者能够通过在红色旅游目的地对民族历史、革命精神的学习了解，能够

深化其情感归属，进而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感[5] [9]。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态，其与区域经济

的关系遵循一般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属性。目前学界关于红色旅游与区域

经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单向驱动到双向互馈 
关于旅游产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当今学术界已经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双向互馈”的因果关

系[6] [10]-[12]。良好的经济基础能为旅游业提供资本与市场支撑，而旅游业的发展又能反向促进区域经

济繁荣。在此基础上，红色旅游因其独特的精神与文化属性[1] [5] [8]，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逻辑。它

不仅是革命老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与产业

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2] [13]-[15]。这种多维度的赋能路径表明，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并非孤立存在，而

是通过要素流动与产业关联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2. 互动关系的非线性特征与现实挑战 
尽管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总体呈正向关联，但现有研究指出这种互动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而是存

在显著的“倒 U 型”非线性特征[16]。在发展初期，红色旅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但随着规模的扩

大，如果其红色旅游的质量未得到同步的提升，其边际效益会逐渐递减。更为严峻的是，现实中部分红

色旅游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制约：资源同质化严重、展示形式单一、产业链条短，导致游

客重游率低，消费潜力难以释放[17] [18]。加之部分老区受限于交通可达性弱及市场化意识不足，资源优

势往往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11] [12] [19] [20]。这些因素导致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系统常陷入“资源禀赋

丰富但经济转化效率低”的非协调状态，限制了二者从“高水平耦合”向“高水平协调”的跃迁。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探讨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的正向关联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仍旧存在下

列局限：首先是更多侧重于从单一系统的视角进行绩效评价，或测度红色旅游对经济发展的单向贡献[7] 
[8]；其次是对两个系统作为独立子系统，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耦合机制及其协同演进轨迹较少深

入探讨[21] [22]。在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互动日益复杂化、非线性的背景下，单纯关注一方对另一方的影

响已不足以解释“高水平协同”的实现逻辑。因此，亟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从系统互动的视角，量

化两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度与协同发展的质量，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 

2.2. 现有红色旅游指标的相关研究 

针对红色旅游发展的量化评估，学界主要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来测度其综合表现与外部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单一系统的竞争力与绩效评价方面，指标选取侧重于资源禀赋与供给能力。研究多采用AHP、

熵权法等方法，从资源丰度、基础设施及市场规模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7] [23]，旨在评估红色旅游目的

地的“硬实力”。这类研究为量化红色旅游发展水平提供了基础工具，但多局限于旅游产业内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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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缺乏与外部经济系统的联动指标。 
其次，在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方面，指标关注点转向要素转化能力。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深入，学

者们引入 DEA 等模型，通过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旅游产出的对比，构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24] [25]。
这类研究侧重于衡量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弥补了单纯总量评价的不足，但仍未触及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

复杂互动的结构性指标。 
最后，在产业协同与耦合发展方面，研究视角开始向双系统拓展，但指标体系尚不完善。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红色旅游与文化产业、交通业等单一关联产业的互动关系[21] 
[22]。然而，现有研究在构建耦合指标体系时，往往局限于具体的产业要素，缺乏将红色旅游作为一个独

立子系统，与包含产业结构、财政实力、民生福祉等维度的宏观“区域经济”系统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耦

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在单一系统的绩效评价与局部产业关联分析方面已较为成熟，但在构建“红色

旅游–区域经济”双系统综合指标体系方面仍显不足。现有的耦合研究多聚焦于“红色文化 + 旅游”或

“红色旅游 + 交通”等局部视角[21] [23]，缺乏对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宏观互动关系的直接刻画。鉴于

此，本文拟构建涵盖资源、市场、规模、结构等多维度的双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重

点探究两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协同质量与演进特征，以弥补现有研究对系统互动质量与动态演变过

程关注不足的缺憾；同时使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两系统内关键指标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逻辑。 

3. 研究设计 

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关联与制度供给

等多重渠道形成复杂互馈的耦合系统。传统单一指标比较或单向因果检验难以全面刻画两系统在多维度

上的协同演进特征，为此，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熵权法构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U1)与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U2)综合评价指数的基础上，分别测度两系统的耦合度(C)、综合发展指数(T)及耦合协调度

(D)，揭示两系统的互动关系，探究其协同发展的程度，从而为刻画不同城市在红色旅游–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中的阶段特征与空间分异提供定量标尺。 

3.1. 案例的选取 

本研究遵循典型性与异质性原则，选取长沙、赣州、武汉、遵义四市作为研究案例。四市不仅拥有深

厚的红色资源禀赋与显著的革命历史地位，均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节点；更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呈现出鲜明

的异质性：武汉、长沙作为长江中游核心，属于“经济引领型”城市，而赣州、遵义作为内陆革命老区，

属于“资源驱动型”城市。这种涵盖不同经济能级与区域特征的样本组合，数据连续且产业布局成熟，为

深入剖析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内在机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横向对比视角。 

3.2. 研究方法 

3.2.1.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刘军等相关学者的研究[26] [2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D，该模型可反映红色旅游发展与区域经

济发展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 

( ) *
1 2,D U U C T=                                      (1) 

( )
1 2

2
1 2

U U
C

U U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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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UT Uα β= +                                       (3) 

式(1)中，D 为协调度；C 为耦合度；T 为两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1U 和 2U 分别为红色旅游发展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27]-[29]，将红色旅游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视作同等

重要，因此将α 、 β 为两个待定系数的取值都定为 0.5。此外，参照李永平的研究[30]，结合地区实际发

展情况，将耦合协调度分别划分为 10 个阶段(见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coordination degrees 
表 1.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协调度 协调等级 

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 优质协调 

3.2.2. 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红色旅游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学界目前有多种测度方式，例如通过红色经典景区探究红

色文化资源、旅游吸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对红色旅游的共生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等[10] [31]，然而

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7] [32]-[37]，尝试构建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

的综合评价体系(见表 2、表 3)，其中，“红色旅游政策”指标通过统计各市当年发布的关于红色旅游发

展的规划、意见及通知等文件数量进行量化，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网站[7]，其他数据来源于各省及各市

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官方文件。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表 2. 红色旅游发展水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影响方式 文献来源 权重 

红色旅游发展 

红色旅游资源禀赋 
红色旅游场所 + [7] 0.176 

红色旅游政策 + [7] 0.200 

红色旅游支撑能力 

星级酒店数量 + [33] 0.126 

旅行社数量 + [33] 0.174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 [33] 0.118 

红色旅游市场规模 
年旅游收入 + [32] 0.096 

年旅游接待人次 + [34] 0.109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3.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影响方式 文献来源 权重 

经济发展 发展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 [35] 0.18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35]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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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展结构 第三产业结构比例 + [35] 0.147 

发展要素 

全社会从业人员 + [36] 0.112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 [37] 0.2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35] 0.171 

发展环境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37] 0.157 

3.2.3.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 System Theory)是由 Deng 在 1988 年提出，适用于研究“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

息不确定的”“贫信息”系统[38]，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序列几何曲线接近程度的分析，来测量变量间的

关联程度。自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后[39]，灰色关联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关联度、产业

结构相似性等领域的微观驱动因素识别[40]。本文引入该模型，旨在精准解析红色旅游发展水平(U1)与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U2)子系统关键指标对耦合协调度(D)演变的驱动逻辑。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 2013~2023 年四城市耦合协调度(D)的时间序列作为参考序列，记为 

( ) ( ) ( ){ }2013 , 2014 , , 2023D D D D= ⋅⋅⋅ ；以红色旅游发展水平(U1)的 7 个三级指标(红色旅游场所、红色旅游

政策、星级酒店数量、旅行社数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年旅游收入、年旅游接待人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U2)的 7 个三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全社会从业人员、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时间序列作为比较序列，分别记为

( ) ( ) ( ){ }( )1 1 2013 , 1 2014 , , 1 2023 1,2, ,7U U i U i U i i= ⋅⋅⋅ = ⋅⋅ ⋅ 和 

( ) ( ) ( ){ }( )2 2 2013 , 2 2014 , , 2 2023 1,2, ,7U j U j U j U j j= ⋅⋅⋅ = ⋅⋅ ⋅ 。 
2. 初值化处理与差序列计算 
对参考序列(D)和比较序列( 1U i 、 2U j )进行均值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得到标准化序列 D′、 1U i′ 、

2U j′ ；随后计算两者差值序列： 

( ) ( ) ( ){ } ( )Δ Δ 2013 ,Δ 2014 , ,Δ 2023 1,2, ,14k k k k kD U k′ ′= − = ⋅⋅⋅ = ⋅⋅ ⋅                (4) 

其中， kU ′代表 U1 或 U2 的标准化三级指标序列。 
3. 计算灰色关联度 
通过关联度函数计算各指标与耦合协调度的灰色关联度，公式为： 

( ) ( )( )
2023

2013

1 ,k k
t

D t U t
n

γ γ
=

′ ′= ∑                                 (5) 

其中， ( ) ( )( ), kD t U t′ ′ 为序列在时间点 t 的关联系数，反映 D 与 Uk 在 t 时刻的接近程度，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min max max

,
max max

k k
k

k k

D t U t D t U t
D t U t

D t U t D t U t

ρ
γ

ρ

′ ′
′

′ ′

′ ′− + −
′ =

′ ′− + −
               (6) 

式中， ( )0,1ρ ∈ 为分辨系数(通常取值为 0.5，用于调节关联系数的区分度)； kγ 为第 k 个指标与耦合协调

度的灰色关联度，值越大表示该指标对 D 的影响越显著。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基于前文构建的红色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取长

沙市、赣州市、武汉市、遵义市四个典型红色旅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2013~2023 年的面板数据，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104


周毅扬，刘畅 
 

 

DOI: 10.12677/sd.2026.163104 149 可持续发展 
 

测度了各城市的红色旅游发展指数(U1)、区域经济发展指数(U2)、耦合度(C)、综合发展指数(T)及耦合协

调度(D)。通过对测算结果的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四大城市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特征与内在规律(见图 1、图 2、表 4)。 
 

 
Figure 1. Development level of red tourism 
图 1. 红色旅游发展水平 

 

 
Figure 2.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y 
图 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4.1.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见表 4)，2013~2023 年研究期间，四个城市的红色旅游–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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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的增长路径及其波动特征具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稳步增长型”、

“波动上升型”、“低位徘徊型”这三种模式。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表 4. 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分析结果 

时间 
耦合度 C 综合发展水平 T 耦合协调度 D 

长沙 赣州 武汉 遵义 长沙 赣州 武汉 遵义 长沙 赣州 武汉 遵义 

2013 0.999 0.992 0.999 0.972 0.305 0.141 0.418 0.078 0.552 0.374 0.646 0.275 

2014 0.999 0.984 0.995 0.989 0.340 0.173 0.455 0.086 0.583 0.412 0.673 0.291 

2015 0.995 0.982 0.991 0.977 0.371 0.190 0.484 0.101 0.607 0.432 0.692 0.314 

2016 0.996 0.983 0.991 0.955 0.372 0.214 0.521 0.139 0.608 0.458 0.718 0.365 

2017 0.986 0.978 0.978 0.943 0.432 0.243 0.536 0.167 0.653 0.488 0.724 0.397 

2018 0.975 0.976 0.982 0.949 0.463 0.270 0.609 0.198 0.672 0.513 0.773 0.433 

2019 0.988 0.976 0.984 0.943 0.494 0.296 0.650 0.225 0.699 0.538 0.800 0.460 

2020 0.986 0.972 0.987 0.965 0.575 0.320 0.577 0.187 0.753 0.557 0.755 0.425 

2021 0.998 0.966 0.982 0.956 0.557 0.357 0.656 0.214 0.745 0.587 0.802 0.452 

2022 0.985 0.941 0.963 0.848 0.589 0.330 0.632 0.190 0.761 0.557 0.780 0.402 

2023 0.993 0.930 0.982 0.844 0.610 0.360 0.707 0.224 0.778 0.579 0.833 0.435 

 
(1) 稳步增长型：长沙市与武汉市——协同发展与强劲韧性 
长沙市和武汉市在研究期间内展现出了稳定上升的趋势和强劲的发展韧性，始终位于第一梯队中，

本质原因在于两大系统实现了均衡、协同的发展(见图 1、图 2)。 
长沙市：长沙市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3 年的 0.552 增长到了 2023 年的 0.778，年均增长率为 2%，本

质在于长沙的红色旅游发展水平(U1)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U2)保持着同步上升的趋势(见图 1、图 2)。同

时，耦合协调度等级从 2013 年的勉强协调稳步上升到 2023 年的中级协调，反映出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

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的良性循环。 
武汉市：作为九省通衢，起步基础最好，2013 年的 D 值已经达到了 0.646，尽管在 2020 年和 2022

年出现短暂回落，但由于其经济基础的强劲韧性，其复苏能力极强，到了 2023 年达到了 0.833 的最高数

值。其协调等级在研究期间从初级协调迈入良好协调的阶段，原因在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为红色旅游的发

展提供了较多的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为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助力，而后者的发展又为前者的

发展补充了充足的动力，体现出区域经济-红色旅游协同发展的真实写照。 
(2) 波动上升型：赣州市——后发优势与结构制约 
赣州市的耦合协调度起点虽然较低(2013 年为 0.374)，但在研究期间整体呈现出波上升的趋势，本质

在于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的矛盾(见图 1、图 2)。 
2013 年~2019 年期间，赣州市的 D 值从 0.374 稳步增长到 0.5388，逐步摆脱了“轻度失调”困境，

迈入“勉强协调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这期间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然而在 2020 年到 2022 年

期间，D 值在 0.557 附近徘徊，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变化加之经济韧性相对于武汉和长沙有所不足，制约了

其耦合协调度的提高。2023 年市场需求回升，有效拉动了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但由于经济增速较

慢，使得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依旧不大。总体来看，赣州市正处于“勉强协调”迈向“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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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阶段，其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 
(3) 低位徘徊型：遵义市——资源与经济的“跷跷板”效应 
遵义的耦合协调度在四个城市中处于最低水平，且波动性最大。其本质是红色旅游发展(U1)与区域

经济发展(U2)之间互动机制的不稳固，呈现出典型的“跷跷板”效应(见图 1、图 2)。 
在 2013 年到 2019 年，遵义市的 D 值从 0.275 上升到 0.460，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逐渐转为濒临失

调，主要源于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持续增长。然而 2020 年下降到 0.425，到 2022 年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0.402)，乃至到 2023 年其 D 值(0.435)仍未超过 2019 年的 D 值。这一数据反映出，遵义市的红色旅游与

区域经济两者之间的互动系统尚不稳固，本质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缓慢上升和不断波动，尽管红色

旅游有相应程度的发展，但其上升势头难以抵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波动的势头，导致了 D 值在研究后期

呈现出波动的趋势，这也深刻反映出遵义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其经济转化能力弱”的困境，两个系

统的抗干扰能力较差，协调发展的基础仍旧有待夯实。 

4.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横向对比来看，这四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展现出“武汉 > 长沙 > 赣州 > 
遵义”的稳定格局。这种空间分异的产生，实质上是各城市在红色旅游发展水平(U1)与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U2)在绝对水平和相对关系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梯队：武汉——高经济发展引领的“区域经济—红色旅游”协同典范 
武汉市在研究期间内的平均 D 值达到了 0.745，是四个城市中唯一一个均值超过 0.7 的城市，原因在

于武汉长期保持着“高 U2、高 U1”的协同发展状态。武汉市 2023 年的 U1 值和 U2 值都排在四个城市

的首位(图 1、图 2)，同时在 11 年的研究期间，两者的相对差距较小，其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丰富的科教

资源，为红色旅游提供了高质量的产业支撑和丰富的客源市场，实现了“高水平经济发展带动红色旅游

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梯队：长沙——红色旅游追赶区域经济的“文旅驱动”模式 
长沙市的平均 D 值为 0.674，紧随在武汉之后。本质原因在于其红色旅游发展水平 U1 的快速增长有

效弥补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U2 的相对不足。长沙市通过“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系列活动、沉浸式

演艺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了红色文旅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有效缩小了与武汉在经济体量上的差距，进

而实现了较高的耦合协调度。 
第三梯队：赣州与遵义——区域经济发展较低的“资源驱动”困境 
赣州和遵义的平均 D 值分别为 0.499 和 0.386，均处于失调的区间。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U2

相对于红色旅游发展水平 U1 的显著滞后，大部分时间内 U2 值均低于 U1 值，呈现出“红色旅游发展水

平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尽管这两座城市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禀赋，但其单一的资源

优势尚未通过有效的产业链整合转化为经济优势，致使红色旅游系统通过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系统的作用

受限，进而导致了这两个系统的协同效应较弱。 
此外，从区域差距的演变来看，武汉市与遵义市 2013 年 D 值的极差为 0.370，到了 2023 年这一差

距扩大为 0.398，尽管所有城市都进步，但发达城市(长沙、武汉)依靠更强的综合实力，在红色旅游与区

域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马太效应”，使得资源驱动型(赣州、遵义)面临着的巨大的追赶压力，区域非均

衡性的问题依旧存在。 
综上所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本质上是红色旅游–区域经济这两个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

下，其内部要素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的综合体现。为了更精准地揭示驱动这些差异的具体因素，如产业

结构、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等，本研究在下一步引入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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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为精准识别影响耦合协调度演变的微观驱动因素，本研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 2013~2023 年数据

进行解构。分析结果(见表 5)显示，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两大子系统的关键指标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关

联，但驱动逻辑因城市发展阶段差异呈现结构性分化，这为揭示“高耦合低协调”现象的本质提供了微

观证据。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grey relational degree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表 5. 红色旅游–区域经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联度 

长沙 赣州 武汉 遵义 

红色旅游发展水平 

红色旅游资源禀赋 
红色场馆数量 0.941 0.959 0.971 0.877 

红色旅游政策数量 0.552 0.585 0.697 0.579 

红色旅游支持设施 
星级酒店 0.779 0.975 0.815 0.765 

旅行社 0.852 0.926 0.933 0.871 

红色旅游市场规模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0.936 0.925 0.969 0.957 

年旅游收入 0.807 0.569 0.869 0.665 

年旅游接待人次 0.871 0.637 0.858 0.736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发展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0.854 0.904 0.815 0.820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0.779 0.850 0.833 0.784 

发展结构 第三产业结构比例 0.970 0.935 0.987 0.860 

发展要素 

全社会从业人员 0.926 0.902 0.984 0.86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0.768 0.970 0.889 0.89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829 0.888 0.855 0.820 

发展环境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0.804 0.887 0.696 0.885 

4.3.1. 红色旅游场馆：耦合协调的“基础性锚点”与“资源–转化”的本质矛盾 
红色旅游场馆数量(灰色关联度：长沙 0.941、赣州 0.959、武汉 0.971、遵义 0.877)在四个城市中都展

现出了较高的关联度，这反映出了红色旅游资源禀赋是红色旅游–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重要基础。作为

红色旅游的核心吸引物，红色场馆能够串联起“资源–游客–经济”的链条。然而，较高的关联度并非

往往能够直接转化为较高的协调度(遵义市的耦合协调等级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的区间)，这暴露出“资源依

赖型”发展的本质矛盾，红色场馆和红色旅游资源作为“存量优势”而存在，然而若没有合适的市场化

运营和产业融合等方式的“增量转化”，难以有效反哺区域经济。例如，尽管遵义市的红色场馆数量关

联度较高，但其年旅游收入的关联度(0.665)显著低于长沙(0.807)和武汉(0.869)，红色旅游资源转化效率的

不足，最终呈现出“资源禀赋丰富但经济转化效率低”的状况。 

4.3.2. 经济引领型城市(长沙、武汉)：第三产业结构与从业人数的高关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同 
引擎 

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如长沙和武汉，第三产业结构比例(灰色关联度：长沙 0.970、武汉 0.987)
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关联度：长沙 0.936、武汉 0.969)是驱动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核心指标。这个结果

揭示了，“区域经济–红色旅游”良性循环的实现，需要依托区域经济的“质量”而非“体量”，去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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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色旅游的支撑作用。现代服务业如数字文旅、文创、会展等的发达，为红色旅游产业链的延伸提供

了充分的载体；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充足，如红色旅游金牌讲解员、红色文创设计、运营管理等，为红

色旅游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并有效推动红色旅游从“观光”向“体验”的升级。例如，

武汉“第三产业结构比例”的灰色关联度高达 0.987，红色旅游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红色演绎、数字文创

等)，推动其从“初级协调”逐步迈入“良好协调”阶段。 

4.3.3. 资源驱动型城市(赣州、遵义)：地方财政收入与红色旅游支持设施的高关联——政府主导与市场

化尝试的路径依赖 
赣州和遵义作为资源驱动型的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灰色关联度：赣州 0.970、遵义 0.899)

和红色旅游支持设施如赣州市的星级酒店(灰色关联度：0.975)和遵义市的旅行社(灰色关联度：0.871)是
两个系统的高关联指标。地方财政作为红色旅游开发和保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

强劲的动力，红色旅游支持设施通过旅游接待能力的提高、红色旅游的客源输送(红色研学团的组织、对

接外部客源)、红色旅游路线的优化配置等方式，助推红色旅游的发展。这本质上也是“政府主导 + 市场

化尝试”发展模式的反映。然而，这种模式也具有“重资源开发、轻产业运营”的路径依赖，具体表现为

赣州市和遵义市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虽然有较高关联度，但是“第三产业结构比例”的关联

度依旧低于武汉市和长沙市，反映出其经济结构仍旧以传统产业为主，对红色旅游的产业支撑能力尚显

不足。另一方面，红色旅游支持设施的高关联度如赣州市“星级酒店”(0.975)、“旅行社”(0.926)尚未有

效转化为年旅游收入的高增长(0.569)，暴露出产业链延伸的缺乏、“浅层化”的市场运营等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长沙、赣州、武汉、遵义四个红色旅游典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 纵向对比来看，2013 年到 2023 年，四个城市的红色旅游–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根据不同城市的增长路径及其波动特征存在的差异，对不同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划分。武汉市和

长沙市为“稳步增长型”，赣州市为“波动上升型”，遵义市为“低位徘徊型”。 
(2) 横向对比来看，这四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展现出“武汉 > 长沙 > 赣

州 > 遵义”的稳定格局。其原因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驱动”与“资源依赖型路径锁定”之间的矛盾。 
(3) 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对研究的四个城市而言，红色旅游资源禀赋是红色旅游-区域经济耦合协

调的重要基础。而不同城市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不同，经济引领型城市(长沙、武汉)，主要受到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驱动；资源驱动型城市主要受到地方财政收入与红色旅游支持能力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要实现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关键在于两个系统在“质量”

上的匹配而非单纯“数量”上的叠加。对于经济引领型城市，实现良性互动的路径是“以产促旅”，即利

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的产业支撑和客源市场，这也印证了许春晓等人

所提到要创建红色文旅融合新业态，进而拓宽客源市场和丰度实现高质量发展[41]；对于资源驱动型城市，

当前的困境在于“重资源开发与轻产业运营”的路径依赖。要实现高水平协调度的跃迁，亟须将重心从

“建场馆”转向“活业态”，大力推动产品体验创新、发展产业融合、培育市场化主体，以此提升红色旅

游对区域经济的反哺能力。这也符合白凯在其研究中提到的通过产业融合以提高红色旅游竞争力[7]。 
因此，要使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互相适应”走向“全面融合”，进而实现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本

研究提出以下优化路径：首先是结构优化路径，随着 AI 和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不仅要用新技术洞察当

前红色旅游主流市场的需求，推出“红色+”、红色文创等相应产品，还要推动红色旅游与现代服务业的

深度融合，将大多数观光型轻度红色旅游转型升级为体验型的深度沉浸式红色旅游。其次是差异治理路

径，经济引领型城市要注重红色旅游的创新引领，资源驱动型城市要注重提质增效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https://doi.org/10.12677/sd.2026.163104


周毅扬，刘畅 
 

 

DOI: 10.12677/sd.2026.163104 154 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保护性开发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禀赋，还要“因地制宜”推出相应的政策和机制，提高红色旅游

的经济转化效率；再者是区域协调路径，要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红色旅游合作机制，互助互促，缓解“马

太效应”带来的非均衡问题。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拓展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在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

研究中的应用范畴，实现了从单向贡献到系统互动的理论视角的跨越；其二是结合灰色关联度模型，深

化了对系统协同演进微观驱动逻辑的认知。实践意义在于对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如何实现良性循环和协

同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行的政策启示，并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提供了差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同时为缓解区

域非均衡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尽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红色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规律，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

样本选取的广泛性有待提升，本研究遵循典型性原则，仅选取了长沙、赣州、武汉、遵义四个城市进行

案例研究，未来研究需要尝试通过扩大样本范围或进行全国尺度的宏观实证加以验证。其二是指标的选

取上仍旧可以向深处拓展，首先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侧重于构建如 GDP、红色旅游政策等能够

量化的硬性指标，缺乏对如文化认同感、游客满意度等难以量化的“软指标”的关注。未来研究可尝试

引入网络大数据(如情感分析、网络关注度)或多源数据融合，以更全面、动态地反映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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